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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

彭文斌，路江林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隐性经济作为工业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会对环境规制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为制度

弱化的指标并未引起重视。 鉴于此，以“两型社会”国家级示范区湖南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 理论表明，隐性经济部门的产出和利润均为环

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工业环境污染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和隐性经济的增函数。 实证显示环

境规制强度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除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外，
隐性经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据此，从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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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２０１６ 年全球环境保护绩效指数排名，中国空

气质量名列倒数第二。 此外，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

在最近十余年间大致呈倒“Ｕ”型特征。 工业废气和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都大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仅 ２０１４ 年，中国就产生了 ６４􀆰 ２１ 亿标立方米的工业

废气和 ３０􀆰 ６４ 亿吨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①。 事实

上，中国高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化、城市

化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重化工业发展，与此相对应

的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和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

式，这自然加剧了中国的工业环境污染问题，降低了

中国的环境质量。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

环境规制强度还比较弱，没有很好地降低工业环境

污染程度。
当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企业就会通过隐性经济② 来规避政府环境规

制［１］。 国际社会中，隐性经济通常会因为与政府意

志相背而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和约束，而在中

国，隐性经济无处不在，并且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

政府的意志和行为，隐性经济作为政府经济规制和

政策监管的衍生品，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监管难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 因

此，将隐性经济纳入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环境污染的

分析框架便显得尤为重要，尤其以“两型社会”国家

示范区的湖南省为例，研究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

制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

１９３２ 年 Ｐｉｇｏｕ 提出“庇古税” ［２］ 开创了环境规

制的先河。 随后，Ｃｏａｓｅ 在 １９６０ 年则以“庇古税”限
制了经济选择为由对“庇古税”进行批判，强化产权

和产权自由交易在环境规制中的重要作用，各国政

府也主要通过对污染行为征税以及制定排污标准等

行政手段来降低工业环境污染［３］。 隐性经济作为

制度弱化的重要指标，极有可能影响环境规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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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环境污染的政策效果，当政府施行较为严格的

环境规制政策时，无疑会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出于

规避税收等目的，一部分企业就会进行隐性经济活

动［４］。 隐性经济活动主要采用污染密集型的生产

投入和落后的生产技术，其中不乏无营业执照的污

染型企业，隐性经济的这种非正规性无疑就会产生

较官方经济更为严重的工业环境污染问题［５］。 现

有关于隐性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隐性经济对官

方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以及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和

税制结构对于隐性经济的影响等方面［６－８］，较少涉

及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研究。 事实上，隐性经济

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极
大地影响着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９－１０］。 关于环境规

制的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廉洁

度、企业投资偏好等角度的研究［１１－１３］，鲜有基于隐

性经济视角的研究。 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环境规

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官方经济工业环境污染，
但与此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隐性经济规模，
进而加剧隐性经济所产生的工业环境污染［１４］。 这

就说明隐性经济、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三者缺乏有机

结合，而这三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将其综合起

来研究环境污染问题显得非常必要。
国内外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忽视了隐

性经济的存在，但实际上国内学者通过研究一致认

为中国存在着较大的隐性经济规模［１４－１６］。 因此，笔
者首先通过生产污染模型，构建包含隐性经济、环境

规制、工业环境污染 ３ 个变量的分析框架；然后，运
用“两型社会”建设中湖南省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
最后，从环境规制、隐性经济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构建

构建基于隐性经济部门的生产污染模型，以期

在理论上探讨中国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对于工业环

境污染的影响。 简化起见，生产部门为一代表性隐

性经济部门，其生产过程会产生工业环境污染。 假

设该代表性隐性经济部门的产出为 ｙ ，由于工业环

境污染负外部性，政府会对其进行环境规制。 假设

１ 单位产出产生 １ 单位工业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强

度为 ｒ ∈ ０，１[ ] ， ｒ 越大，表示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特别地，当 ｒ ＝ ０ 表示政府不进行环境规制，工业环

境污染也不会减少； ｒ ＝ １ 表示政府进行完全的环境

规制，不会产生工业环境污染。 现实中，两种极端情

况一般不太可能发生，因此，环境规制强度介于 ０ 到

１ 之间。
假设企业的生产成本为 ｃ ，生产成本函数为

ｃ（ｙ） ，且满足
ｄｃ（ｙ）
ｄｙ

＞ ０， ｄ２ｃ（ｙ）
ｄｙ２ ＞ ０，所生产产品

的市场价格为 ｐ 且 ｐ ＞ ０。 实际上，隐性经济部门经

济活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政府往往很难发现。 尽

管该隐性经济部门的生产活动不受政府环境规制的

约束，但是政府会意识到该隐性经济部门逃避环境

规制的动机，因而就会对其加以监督，其也面临着受

到惩罚的风险。 政府往往会通过加大惩罚成本来减

少该隐性经济部门逃避环境规制的行为。 假设该隐

性经济部门规避政府环境规制被发现的概率为 ａ ，

ａ ＝ ａ（ ｒ，ｙ） ，且满足
∂ａ（ ｒ，ｙ）

∂ｒ
＞ ０， ∂ａ（ ｒ，ｙ）

∂ｙ
＞ ０，

∂２ａ（ ｒ，ｙ）
∂ｒ∂ｙ

＝ ∂２ａ（ ｒ，ｙ）
∂ｙ∂ｒ

＞ ０， ∂２ａ（ ｒ，ｙ）
∂ｙ２ ＞ ０。 特别地，

当 ｒ趋于 ０ 时， ∂ａ（ ｒ，ｙ）
∂ｒ ｒ→０ ＝ ０。 该隐性经济部门规

避政府环境监管的行为一经发现，将会受到加倍惩

罚，惩罚为该隐性经济部门所有产出收益的 ｋ 倍， ｋ
≥ １。 则期望惩罚成本为 ＰＣ（ｙ） ＝ ａ（ ｒ，ｙ）ｋｐｙ 。

该隐性经济部门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 总收益

ＴＲ（ｙ） ＝ ｐｙ ，且面临两种成本：隐性经济部门的生产

成本 ｃ ＝ ｃ（ｙ） ；隐性经济部门逃避政府环境规制的

期望惩罚成本 ＰＣ（ｙ） ＝ ａ（ ｒ，ｙ）ｋｐｙ 。 所以，该隐性

经济部门的利润函数为：
π ＝ ＴＲ（ｙ） － ｃ（ｙ） － ＰＣ（ｙ） ＝

ｐｙ － ｃ（ｙ） － ａ（ ｒ，ｙ）ｋｐｙ （１）
分析该隐性经济部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发现：

ｐ － ｄｃ
ｄｙ

＝ ｋｐ［∂ａ（ ｒ，ｙ）
∂ｙ

ｙ ＋ ａ（ ｒ，ｙ）］ （２）

这也就是说该隐性经济部门利润最大化需要满

足产出的边际收益（ ｐ － ｄｃ
ｄｙ

）必须等于该隐性经济

部门因规避政府环境规制而被发现时所应接受惩罚

的边际成本 ｋｐ［∂ａ（ ｒ，ｙ）
∂ｙ

ｙ ＋ ａ（ ｒ，ｙ）］ 。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进一步得到：
∂π
∂ｒ

＝ － ∂ａ（ ｒ，ｙ）
∂ｒ

ｙ （３）

由于
∂ａ（ ｒ，ｙ）

∂ｒ
＞ ０，式（３）显然为负，可知该隐

性经济部门的利润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 那

么，当环境规制增强时，其倾向于减少生产。
此外，对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全微分处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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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
ｄｒ

＝ －
ｋｐ（∂

２ａ（ ｒ，ｙ）
∂ｙ∂ｒ

ｙ ＋ ∂ａ（ ｒ，ｙ）
∂ｒ

）

ｄ２ｃ（ｙ）
ｄｙ２

＋ ｋｐ（∂
２ａ（ ｒ，ｙ）
∂ｙ２ ｙ ＋ ２ ∂ａ（ ｒ，ｙ）

∂ｙ
）

（４）
分析发现，式（４）为负，也即该隐性经济部门的

产出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这与对式（３）的分

析结论是一致的。 为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环境

污染的影响，对该隐性经济部门的工业环境污染产

生量求导发现工业环境污染是隐性经济部门产出的

增函数，这与理论假设 １ 单位产出产生 １ 单位工业

环境污染是一致的。
对该隐性经济部门的工业环境污染产生量 ＴＥ

关于 ｒ 求偏导：
∂ＴＥ
∂ｒ

＝ ∂ｙ
∂ｒ

＝ ｄｙ
ｄｒ

（５）

由式（５）可知，对于隐性经济部门，其产生的工

业环境污染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即隐性经济

部门工业环境污染的产生量随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

增加而减少。

三、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处理

１． 计量模型设定

考察环境规制、隐性经济对工业环境污染的直

接效应及环境规制经由隐性经济而对工业环境污染

所产生的间接效应，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ＥＰ ｉｔ ＝ α ＋ β０ＥＲ ｉｔ ＋ β１ＨＥ ｉｔ ＋ β２ＥＲ ｉｔ·ＨＥ ｉｔ ＋

Θ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６）
式中， ｉ 为地级市， ｔ 为时间； ＥＰ ｉｔ 为第 ｉ 个地级市在

ｔ 年的工业环境污染指标； ＥＲ ｉｔ 为第 ｉ 个地级市在 ｔ
年的环境规制强度； ＨＥ ｉｔ 为第 ｉ个地级市在 ｔ年的隐

性经济规模； Ｘ ｉｔ 为影响湖南省工业环境污染的其他

控制变量，包括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

二次项、贸易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

技术创新能力； ｕｉ 为地区固定效应变量， ｖｔ 为时间

固定效应变量，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为考察湖南省环

境规制经由隐性经济对工业环境污染的间接效应，
在计量模型的设定中引入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的交

互项 ＥＲ ｉｔ·ＨＥ ｉｔ ，对式（６）方程两边关于环境规制强

度 ＥＲ 求偏导，可得：
∂（ＥＰ）
∂（ＥＲ）

＝ β０ ＋ β２ＨＥ （７）

式中， β０ 为湖南省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

效应， β２ 为湖南省环境规制经由隐性经济对工业环

境污染的间接效应。 根据前文理论模型，预期 β０ ＜

０， β１ ＞ ０， β２ ＜ ０。 若预期成立，则有
∂（ＥＰ）
∂（ＥＲ）

＜ ０，

即 ＨＥ ＜ －
β０

β２
，则湖南省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

的总效应为负，那么湖南省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工

业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反之，若预期不成立，

则有
∂（ＥＰ）
∂（ＥＲ）

＞ ０，即 ＨＥ ＞ －
β０

β２
，则湖南省环境规制

对工业环境污染的总效应为正，那么湖南省环境规

制不利于降低工业环境污染，会恶化环境质量。
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则对式（６）的估计结果

将是有偏且不一致的。 鉴于工业环境污染影响因素

的复杂性和动态特征，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模型估

计结果的准确性和解释能力，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

一期。 构建新的计量模型如下：
ＥＰ ｉｔ ＝ α ＋ β０ＥＲ ｉｔ －１ ＋ β１ＨＥ ｉｔ －１ ＋ β２ＥＲ ｉｔ －１·ＨＥ ｉｔ －１ ＋

ΘＸ ｉｔ －１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８）
２．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１）变量选取

重点研究工业环境污染，为考察结果稳健性，引
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贸易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

①工业环境污染（ＥＰ）。 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

（ＷＷ）、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ＳＯ２）及工业烟（粉）
尘排放量（ＳＷ）作为湖南省各地级市工业环境污染

的度量指标。 为增加工业“三废”指标间的可比性，
以人均工业“三废”来度量湖南省各地级市的工业

环境污染程度，并且各变量均以自然对数形式进入

估计方程。
②环境规制强度（ＥＲ）。 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

解释变量，尽管测度环境规制强度的方法很多，但是

相关数据往往较难获取，数据质量也相对较弱。 因

此，从产出角度选取环境规制的产出指标“三废综

合利用产品产值”的人均值来对环境规制强度予以

度量，同样以对数形式进入估计方程。
③隐性经济规模（ＨＥ）。 隐性经济隐蔽性质增大

了获取其相关准确信息的难度，测算难度也较大，学
者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可以分为税收审查及抽

样调查等直接法和国民收支帐户差异法、货币法、物
量投入法、潜变量法（多指标多原因法，简称 ＭＩＭＩＣ）
等间接法，其中又以间接法为主。 ＭＩＭＩＣ 模型本质上

是结构方程的一种形式，其因整合回归分析及因素分

析两大统计技术而极大地扩大了信息覆盖面，建模也

与实际数据有较大的吻合度。 因而，使用 ＭＩＭＩＣ 法

测算湖南省各地级市的隐性经济规模。 参照研究成

果并结合湖南省具体经济实际，选取税收负担、名义

失业率、政府管制、自我就业率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等作为隐性经济的原因变量，选取实际人均 ＧＤＰ
和劳动参与率作为隐性经济的结果变量。 通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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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储蓄弹性系数法［１７］ 测算出湖南省各市州 ２０１３
年的隐性经济规模。 借助 ＡＭＯＳ 软件，使用最大似然

估计迭代法得到估计结果，得到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的隐

性经济环比增长速度，结合基准年 ２０１３ 年各地级市

隐性经济规模，可得历年湖南省各地级市隐性经济规

模［１６］。 卡方检验和 ＲＭＳＥＡ 检验等显示，整体拟合效

果及各参数显著性均较好。
根据《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湖

南省具体区域划分为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
潭）、洞庭湖城市组团（岳阳、常德、益阳）、湘南城市

组团（衡阳、郴州、永州）和大湘西城市组团（邵阳、
怀化、娄底、张家界、吉首）。 测算结果表明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长株潭城市群隐性经济规模介于 ７􀆰 ２４％ ～
９􀆰 ６５％，洞庭湖城市组团介于 ４􀆰 ７３％ ～ ５􀆰 ９１％，湘南

城市组团介于 ４􀆰 ７８％ ～ ８􀆰 １５％，大湘西城市组团介

于 ５􀆰 ０６％～７􀆰 １７％。 隐性经济规模呈现出地级市层

面减少趋势，区域层面增加趋势（图 １）。

图 １　 长株潭、洞庭湖、湘南、大湘西隐性经济规模

④控制变量。 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Ｙ）。 为验

证 ＥＫＣ 假说①，引入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及其二

次项，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以自然对数形式进入

估计方程。 为保证可比性，以 ２００２ 年为基期，通过

剔除价格因素得到各地级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的实际

地区生产总值。 ｂ．贸易开放程度（ＯＰＥＮ）。 用人均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来衡量湖南省贸易开

放程度，并以自然对数形式进入估计方程。 从理论

上讲，贸易开放程度对工业环境污染可能具有多方

面效应：一方面，贸易开放程度可能增强一国环境友

好型技术，进而有助于工业环境污染的改善［１８－１９］；
另一方面，根据“污染天堂假说”，对外贸易开放会

加剧污染密集型工业由高环境标准地区向低环境标

准地区转移，恶化工业环境污染［２０］。 此外，也有研

究表明贸易开放程度对工业环境污染关系不确

定［２１］。 ｃ．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经济体的产业结

构可能会影响工业环境污染，以第二产业占地区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 工业环境污染恶

化出现于一国产业主导地位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

转变，而环境改善则出现于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

的转变［２２］，工业环境污染空间结构与排放结构和产

业结构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工业环境污染与污染

产业占比正相关［２３－２４］。 ｄ．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城市化水平对工业环境污染有多种效应，城市化水

平与公共交通及私人交通密切相关，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会加剧城市交通压力，增加化石燃料消费量。
此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加房地产市场及城

市基础设施的需求，进而对钢铁、水泥等污染密集型

产业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城市化对 ＣＯ２的排放在

长、短期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城市化对 ＣＯ２排放

的负向效应在短期较长期为大［２１］。 以城镇化率作

为城市化水平的代理 变 量。 ｅ．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ＴＥＣＨＮ）。 技术创新能力会极大地影响能源效率

及消费结构。 一般而言，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则单位

产出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就会相应减少，相应污染

物就可能会减少。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

员数量来衡量技术创新能力，为消除异方差，以自然

对数形式进入估计方程。
（２）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及指标相对完善性，最终采用

的数据集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湖南省 １３ 个地级市的城

市面板数据（不含湘西州）。 用于测算的所有原始数

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各市州

《统计年鉴》，人口普查资料，各市州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主要数据公报，部分缺失数据由中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数据库、各市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湖南省改革开放 ３０ 年：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及《中国县

（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补充。 其他变量数据来源

于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各市州《统计年鉴》，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部分

缺失值由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库及各市州《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 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在回归估计时，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的选取。 选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方法对两者

优劣进行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原假设为“Ｈ０：ｕｉ与 ｘｉｔ

和 ｚｉ不相关”（也即随机效应为正确模型）。 无论原

假设成立与否，固定效应都是一致的，若原假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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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ＥＫＣ：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较轻，但随着人均收

入的增加，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

定水平，到达某个临界点以后，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质量逐渐

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立，则随机效应比固定效应有效，反之，则随机效应

不一致。 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１ 软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强烈拒绝原假设，故选取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

（表 １）。 由表 １ 来看，湖南省工业环境污染的差异

性较大，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
业烟（粉）尘排放量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表 １ 中模型（１）—（３）为仅将环境规制强度变

量、隐性经济规模变量及二者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

的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无论选取人均工业废水、人
均工业二氧化硫、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作为工

业环境污染的度量指标，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境污

染的直接效应均为负，隐性经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

的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间接效

应均为负。 总体来看，除以人均工业废水作为工业

环境污染的度量指标外，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和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作为工业环境污染度

量指标下的以上 ３ 种效应均非常显著。 上述回归结

果意味着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形下，环境规

制强度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隐性经济部门的

排污行为，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

为负，这与理论分析相吻合。 隐性经济回归系数为

正，说明隐性经济规模增加将加剧工业环境污染，这
也与理论分析相吻合。 隐性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

项系数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降低隐性经济

规模来改善工业环境污染，因而环境规制对于工业

环境污染的间接效应为负。 湖南省环境规制对于工

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说明湖

南省环境规制在整体上是有利于工业环境污染的改

善。 因此，初步计量结果与前文预期吻合较好。
表 １ 中模型（４）—（６）是引入其他控制变量情

形下的计量结果。 纳入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
隐性经济规模及其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及显著性略有

变化，但符号并未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 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均 ＧＤＰ 的估

计系数为正，二次项估计系数为负，人均 ＧＤＰ 与工

业环境污染指标间不呈倒“Ｕ”型关系，而是呈“Ｕ”
型关系，ＥＫＣ 假说在湖南省并未得到验证，原因在

于选取的时间与指标。 人均 ＧＤＰ 估计系数为负，说
明人均收入的增加，有助于环境改善。 贸易开放程

度（ＯＰＥ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促进作用（污染天

堂假说）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所产生的抑制环境污染

作用的相对大小，决定了贸易开放程度对于工业环

表 １　 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ｌｎ（ＷＷ）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ＳＷ） ｌｎ（ＷＷ）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ＳＷ）

ＥＲ －０􀆰 １３４ ８ －０􀆰 ５７７ ８∗∗∗ －０􀆰 ８００ ７∗∗∗ －０􀆰 ４２５ １∗∗∗ －０􀆰 ４１３ ４∗ －１􀆰 ４２０ ４∗∗∗

（０􀆰 ０８２ ９） （０􀆰 １６６ ８） （０􀆰 １８０ ３） （０􀆰 １１５ ４） （０􀆰 ２４５ ８） （０􀆰 ２５９ ３）

ＨＥ ０􀆰 ０５４ １ ０􀆰 ７９６ ２∗∗∗ ０􀆰 ９６２ ３∗∗∗ ０􀆰 ９２４ ３∗∗∗ ０􀆰 ６９８ ８ ２􀆰 ２３２ ９∗∗∗

（０􀆰 １２７ ７） （０􀆰 ２５７ ０） （０􀆰 ２７７ ８） （０􀆰 ２０８ ０） （０􀆰 ４４３ ２） （０􀆰 ４６７ ６）

ＥＲ·ＨＥ －０􀆰 ０２６ ３ －０􀆰 １８３ ６∗∗∗ －０􀆰 ２３４ ８∗∗∗ －０􀆰 １６２ ７∗∗∗ －０􀆰 １５５ ０∗ －０􀆰 ５１２ ０∗∗∗

（０􀆰 ０２５ ６） （０􀆰 ０５１ ５） （０􀆰 ０５５ ６） （０􀆰 ０４２ １） （０􀆰 ０８９ ７） （０􀆰 ０９４ ７）

Ｙ －０􀆰 ５９９ ８∗∗∗ －０􀆰 ４６２ ２ －０􀆰 ５４３ ２
（０􀆰 １６４ ８） （０􀆰 ３５１ １） （０􀆰 ３７０ ４）

Ｙ２ ０􀆰 １５０ ６∗∗ ０􀆰 １０７ ５ ０􀆰 ５１３ 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 １４２ ８） （０􀆰 １５０ ６）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２ ４ ０􀆰 １４４ ９∗∗ ０􀆰 ０６３ ８
（０􀆰 ０３３ ６） （０􀆰 ０７１ ５） （０􀆰 ０７５ 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５３２ ０∗∗∗ －１􀆰 ９４３ ０ ３􀆰 ７５０ ２∗∗

（０􀆰 ７６３ ０） （１􀆰 ６２５ ７） （１􀆰 ７１５ ３）

ＵＲＢＡＮ －１􀆰 ５６０ ３ ２􀆰 ４５６ ４ －５􀆰 ６４４ １∗∗

（１􀆰 ０７７ ９） （２􀆰 ２９６ ５） （２􀆰 ４２３ １）

ＴＥＣＨＮ －０􀆰 ０２９ ４ －０􀆰 ４５９ ７∗∗ －０􀆰 ４０２ ６∗

（０􀆰 １０２ ０） （０􀆰 ２１７ ２） （０􀆰 ２２９ ２）

常数项 ３􀆰 ０４３ ７∗∗∗ ７􀆰 ００８ １∗∗∗ ７􀆰 １９４ ０∗∗∗ ４􀆰 ７８５ ０∗∗∗ ５􀆰 ７９３ ７∗∗∗ １０􀆰 ５９２ ４∗∗∗

（０􀆰 ４２１ １） （０􀆰 ８４７ ３） （０􀆰 ９１５ ８） （０􀆰 ７３６ １） （１􀆰 ５６８ ３） （１􀆰 ６５４ ８）
Ｆ 检验 ６１􀆰 ５８∗∗∗ １５􀆰 ８２∗∗∗ １３􀆰 ９１∗∗∗ ２３􀆰 ９６∗∗∗ ８􀆰 ２０∗∗∗ １１􀆰 ２９∗∗∗

Ｗｉｔｈ⁃Ｒ２ ０􀆰 ２６６ ７ ０􀆰 ６４６ ２ ０􀆰 ４８２ ８ ０􀆰 ３１２ ７ ０􀆰 １９７ ７ ０􀆰 ３２３ １
样本数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６
市州数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各对应系数的稳健性标准误差；∗、∗∗、∗∗∗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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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的整体影响方向。 整体而言，对二氧化硫排放

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不利

于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由于湖南省进出

口多元化的影响，贸易开放程度对工业废水排放具有

负向影响，对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有正向影响，说明

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有助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的

减少，而不利于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的减少。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及工业烟

（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第二产业

比重的增加会加剧人均工业废水及工业烟（粉）尘的

排放量；但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并不会显著降低人均

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对工

业烟（粉）尘排放量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会降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并增

加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ＴＥＣＨＮ）对工业二氧化硫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则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可以显著降

低二者排放量，这与已有研究一致［２４］。
２．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结果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滞后

一期处理，得到式（８）。 在对式（８）进行估计前，使
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 １ 软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强烈拒绝原

假设，因此选取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表 ２）。
由表 ２ 可知，人均收入、贸易开放程度、产业结

构、城市化水平等控制变量的一阶滞后项解释能力

得到了提高。 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

境污染的直接效应为负，隐性经济对工业环境污染

的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间接效

应为负，并且除以人均工业二氧化硫作为工业环境

污染的度量指标外，以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作为工业环境污染的度量指

标，以上 ３ 种效应均非常显著。 ＥＫＣ 假说并未得到

验证。 贸易开放程度估计系数为正，除人均工业废

水排放量外，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工业

固体烟（粉）尘排放量污染指标均显著为正。 这说

明贸易开放程度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环
境友好型技术）比对工业环境污染的促进作用（污
染天堂假说）要小，即对外贸易开放不利于环境改

善，这与已有研究一致［２０］。 产业结构对工业环境污

染有显著影响，其对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

响显著为负，对人均工业废水和工业烟（粉）尘排放

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会显

著提高人均工业废水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并显

著降低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城市化水平对人

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显著负相关，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可以显著的降低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技术

创新能力对于 ３ 种污染指标有负影响，说明技术创

新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改善工业环境污染状况。
表 ２　 滞后解释变量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ｌｎ（ＷＷ） ｌｎ（ＳＯ２） ｌｎ（ＳＷ）

Ｌ．ＥＲ －０􀆰 ３２０ ０∗∗∗ －０􀆰 ４６２ ５∗ －１􀆰 ６７８ ４∗∗∗

（０􀆰 １２５ ２） （０􀆰 ２６５ ０） （０􀆰 ２７５ ７）

Ｌ．ＨＥ ０􀆰 ８４４３∗∗∗ ０􀆰 ７７２ ４ ２􀆰 ５７２ ７∗∗∗

（０􀆰 ２０８ ０） （０􀆰 ４７２ １） （０􀆰 ４９１ ３）

Ｌ．ＥＲ·ＨＥ －０􀆰 １６４ ５∗∗∗ －０􀆰 １７１ ０∗ －０􀆰 ５８７ １∗∗∗

（０􀆰 ０４５ ５） （０􀆰 ０９６ ４） （０􀆰 １００ ３）

Ｌ．Ｙ －０􀆰 ７９８ ７∗∗∗ －０􀆰 ４７１ ６ －０􀆰 ８３９ ８∗∗

（０􀆰 １６８ ３） （０􀆰 ３５６ ３） （０􀆰 ３７０ ８）

Ｌ．Ｙ２ ０􀆰 １７５ ３∗∗ ０􀆰 １３４ ９ ０􀆰 ６１２ ８∗∗∗

（０􀆰 ０６９ ５） （０􀆰 １４７ １） （０􀆰 １５３ ０）

Ｌ．ＯＰＥＮ ０􀆰 ０３４ ９ ０􀆰 ２６４ ０∗∗∗ ０􀆰 １７４ ３∗∗

（０􀆰 ０３４ ４） （０􀆰 ０７２ ８） （０􀆰 ０７５ ８）

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６１２ ９∗∗∗ －４􀆰 ０７４ ０∗∗ ５􀆰 ６００ ０∗∗∗

（０􀆰 ８１３ ５） （１􀆰 ７２２ ４） （１􀆰 ７９２ ３）

Ｌ．ＵＲＢＡＮ －０􀆰 ７６３ ５ １􀆰 １６３ ６ －６􀆰 ９４９ ４∗∗∗

（１􀆰 ０７４ ０） （２􀆰 ２７３ ８） （２􀆰 ３６６ ２）

Ｌ．ＴＥＣＨＮ －０􀆰 ０３４ １４ －０􀆰 ２５８ ０ －０􀆰 ３２８ ０

（０􀆰 ７６６ ７） （０􀆰 ２４３ ０） （０􀆰 ２５２ ９）

常数项 ３􀆰 ６２９ ８∗∗∗ ６􀆰 ６７８ ３∗∗∗ １０􀆰 ８５３ ５∗∗∗

（０􀆰 ７６６ ７） （１􀆰 ６２３ ３） （１􀆰 ６８９ ２）

Ｆ 检验 ２０􀆰 ０２∗∗∗ ９􀆰 ２５∗∗∗ １３􀆰 ３０∗∗∗

Ｗｉｔｈ⁃Ｒ２ ０􀆰 ３９９ ０ ０􀆰 ２７８ ８ ０􀆰 ４０３ ２

样本数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３

市州数 １３ １３ １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各对应系数的稳健性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减缓内生性造成的影响，
各个经济结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均滞后 １ 期。

综合表 １、表 ２，可以发现不论是仅将环境规制

强度变量、隐性经济规模变量及二者交互项作为解

释变量，还是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外开放程度

等其他控制变量，或是对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

行估计，结果均显示 β０ ＜ ０， β１ ＞ ０， β２ ＜ ０。 这说

明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为负，其
强度的适当增强有助于改善工业环境污染；隐性经

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效应为正，隐性经济的增加

会加剧工业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境污染

的间接效应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增强可通过降低隐

性经济规模而降低工业环境污染，这与客观事实相

符。 ∂（ＥＰ）
∂（ＥＲ）

＜ ０，说明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总

效应为负。 总之，环境规制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综合效应也为负，这说明

增强湖南省环境规制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加强隐

·９３·



性经济控制有助于降低工业环境污染。

五、结　 语

笔者从理论上分析了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

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并运用湖南省的面板数据实

证研究了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工业环境污染的关

系。 结论如下：理论显示隐性经济部门的产出和利润

均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工业环境污染为环境规

制强度的减函数和隐性经济的增函数；实证表明环境

规制强度对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

显著为负，除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外，隐性经济

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贸易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及技术创新

能力等对工业环境污染有不同程度影响。
由此，从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方面提出政策建

议：第一，政府应科学设计环境规制强度。 适度增加

对企业的排污限制，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

污染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行业环境规制强

度，并进行动态优化，限制污染产业的地区转移，倒逼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使污染减排机制长效化［２５－２６］。
第二，综合利用多种环境规制手段加快推进“营改

增”和“费改税”政策。 充分考虑排污费、环境税及环

境标准等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取消不合理收

费，加大对偷税、逃税行为的惩罚力度，为降低隐性经

济营造良好税收环境。 第三，建立和完善企业动态激

励机制，规范劳动力市场。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

景下，加大与企业污染减排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及人

力资本投入，引导和鼓励私人资本研发污染减排技

术，优化就业结构，加大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力度，拓
宽就业渠道，降低隐性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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